
前 言

明清之际是我国回族以伊斯兰为核心的思想意识形成的一个

重要时期。这期间，出现过许许多多（以汉文为主）的伊斯兰译著

家，他们的贡献，对这一历史过程均有过不同的影响。其中，王岱

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四人之功绩，更是众口皆碑，历来有伊斯

兰“四大译著家”（或“四大著作家”）之美誉。

王岱舆与马注均属明末清初时人物，在回族伊斯兰译著史上，

堪称是两位先驱，刘智生当“康乾盛世”，一度将这一宗教或民族文

化运动推向高峰，马德新则在“咸同乱世”，保证了运动的延续与发

展，由此，也就奠定了他们在我国回族伊斯兰思想史上的崇高的地

位。

王岱舆与刘智同居江南地区，这里长期为中国儒家文化重镇，

尤其受宋明道学影响极深，这就使得他们二人对回族伊斯兰思辩

思想的发展贡献更大一些。马注与马德新则均为云南人，这里历

来是回族伊斯兰教育发展的重镇之一，译著活动便与经堂教育关

系较为密切，因此，他们二人的译著，思考更多的乃是伊斯兰教的

具体信仰问题。这体现了回族伊斯兰译著活动之发展的某种地区

差别与特征。

回族伊斯兰译著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宗教文化运动，它还是

一种民族文化运动；不仅是一个局限在宗教或民族内部的文化运



动，还是一个积极对外的文化运动，在中国特有的文化思想环境

下，是一个与汉族儒家文化主动开展对话的文化运动，在其中，王

岱舆等四人均充当了活跃的角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本套丛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尽量完整地研究和介绍王岱

舆等四大译著家的生平、思想及其历史贡献；二是试图通过这一研

究和介绍，让人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历史上的回族伊斯兰译著运动，

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一运动的真正意义。

本套丛书是在《王岱舆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这本书的基础上

构想出来的，本打算多写几本书，多写几个译著家，但在搜索目标

的过程中，目光却愈来愈集中到了王岱舆、马注、刘智及马德新等

四人身上，于是采取了某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便以“四大译著家”为

丛书命名———还是应当尊重历史的选择，群众的选择！

我们是边学习，边写这套丛书的，由于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

免，我们愿意接受批评，改进研究。

孙振玉

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７日

２ 刘智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



刘智的家世出身、治学背景与汉文译著

刘智是我国清初著名的回族伊斯兰宗教学者，与王岱舆、马

注、马德新三人被称为中国伊斯兰“四大译著家”（或“四大著作

家”）。他在康熙年间出生于南京一个伊斯兰气息很浓的回族家

庭，“天才俊朗，逸思雕华”，自幼即笃志于学，广泛涉猎。他是在十

分严峻的内外形势下从事汉文译著事业的。其一生译著颇丰，而

尤以《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和《天方至圣实录》三书为教内外人

士所称道和青睐，至今仍在广大回族穆斯林中间广为流传。

一

刘智，字介廉，号一斋。江苏上元人（今江苏南京市）人。① 回

族出身。关于他的生平，清朝“正史”没有给我们提供直接的史料，

其他汉人著述的资料也极少，我们仅能从时人或后人一些谱牒和

著作的序跋中窥见大略。

刘智的生卒年因其后人全家遇难于清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谱
牒散佚而无法确知。于是，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有关说法甚

① （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一“海内赠言”收有刘智之父刘三杰赠马注的诗，刘三
杰名下注“上元广学”。康熙五十一年丁? 漫称“金陵称刘子介廉，聪明卓越，诞生于清
初下关（属上元县）城西别墅。”见（清）刘智著，马宝光、李三胜译：《天方性理》，“丁? 漫
序”，中卅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多，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

１、有谓约生于１６５５年，卒于１７４５年者。①

２、有谓约生于１６６４年，约卒于１７３９年者。②

３、有谓“约生于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卒于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
者。③

４、有谓“大约出生于清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年）”者。④

５、有谓约出生于１６６０年即王岱舆逝世之年者。⑤

６、有谓刘智“出生于康熙初年（１６６２年）”，年寿“总在六十岁
以上”者。⑥

根据对刘智著述经历和古今学者对其生卒年代的研究，我们

认为，刘智出生年代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当推刘智“约生于１６６４
年”之说。因为，根据刘氏《天方至圣实录·著书述》称：“予年十五

而有志于学”，至《天方至圣实录》脱稿之雍正甲辰年（１７２４年）又
称：“忆自初学以至于今四十余年”。⑦由此可以推断，作者这时当

在５５岁以上至６０岁之间。因全文查无“耳顺”、“花甲”之类字眼，
故其出生年代不会早于１６６４年。
至于刘智去世的年代，从现有材料分析，说刘智大约卒于

１７３０年前是较为可信的。因为，按照刘智本人的说法，他大抵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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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首，“著书述”。
白寿彝：《刘智》，《中国穆斯林》，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马士年：《马注年谱》，《甘肃民族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３期。

苏莱曼·袁昌贤：《从南京三山街谈到台北丽水街———中国天方学人译经工作

纪实》，《中国回教》第１７１期，１９７９年台北。

（清）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首，重印《天方至圣实录》“序言”，中国伊斯兰教

协会印，１９８４年，第１页。

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３６页“刘
智”条。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１８页“刘智”条。



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左右完成《天方性理》书稿，康熙四十八年
（１７０９年）前后完成《天方典礼》书稿，雍正甲辰年（１７２４年）完成
《天方至圣实录》书稿。自该书脱稿之后，再未见他有译著问世。

以其深厚的伊斯兰学术文化和儒学功底，加上他勤奋刻苦的治学

精神，完全有可能在１７２４年之后撰写或翻译更多的著作。因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刘智大约在１７２４年完成《天方至圣实录》书
稿后不久，即１７３０年前后谢世。
刘智去世后，葬于南京中华门外花神庙街茅家巷穆斯林公墓。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刘智之远房族孙、净觉寺掌教刘德坤阿
訇将其墓作了修葺，并由金鼎撰写了８００字的《重修刘介廉先生墓
志铭字》，以志智之生平事迹。

刘智之父刘三杰，字汉英，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影响的伊斯兰

教经师。其生卒年因素乏史料，迄今无法查考，因而，人们对其生

平事迹知之甚少。不过，从《清真指南》卷一《海内赠言》及该书各

卷首的署名推测，他曾帮助马注（１６４０～１７１１年）校订过《清真指
南》，并为之赠七律诗一首，其诗云：“二十余年海上游，上方烟雾掌

中收。闲探日月囊中物，笑指乾坤水上沤。天国已闻传妙偈，人间

何羡有千秋。南针不向迷人指，愧杀无缘空白头。”① 根据这首诗

所提供的蛛丝马迹的史料，我们可以初步断定刘三杰的年岁应比

马注稍长或与马注相当。

关于刘三杰的著述，我们现在能够确知的只有《清真教说》一

篇短文。这是一篇阐释“清真”、“回回”、“礼拜”之义的伊斯兰教专

文。据刘智在《天方性理·自序》中称：其父广学博识，通晓伊斯兰

教经典、教义教法，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熟知伊斯兰教历史，深

晓“天人性命之旨”，尝喟然叹曰：“天方之经，析理甚精，惜但恨未

３刘智的家世出身、治学背景与汉文译著

① （清）马注著，余振贵点校：《清真指南》卷一，“海内赠言”，宁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页。



能汉译之，俾其广昭于东土也”。估计他的这篇文章就是有感于此

而作的。他认为，伊斯兰教之经，“上穷造化之玄机，中阐人极之妙

旨，下究物理之异同，义蕴精深，无可穷极”，应译为汉文，以广昭于

中国。他主张穆斯林之首要任务“莫大乎认识造化天地人神万物

之真主；认主之凭，则莫大乎拜主”；拜主之义在于“求恕己身之罪

业（孽），默祝君上之太平，思亲恩而感师训，念友谊以及群生”。①

有传言说，刘三杰亦为民间流传的小册子《（天方）回回原来》

的作者。该书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传说的重要读物。其宗旨是追

溯回族起源，而其内容则来自民间传说，包括康熙赠书之说，都反

映出传说痕迹而无事实根据。但此传说在穆斯林当中广为流传，

经有心人加工而更为生动。全书约４．５万字，书后有“光绪甲午年
（１８９４年）鲍闲庭抄录”字样。该书内容大略为：唐王夜梦妖怪入
宫，召西域缠头人镇妖，通过一系列诗歌说唱方式，西域缠头人向

唐王介绍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各种功修，以及与儒、释、道诸教

的异同。唐王感佩于伊斯兰教义，知清真为“两世大道”，伊斯兰教

为“天外之天”，于是，敕封“清真可谓正教”，敕封来使掌管钦天监。

唐王还“即选三千唐兵留止西域，选换三千回兵来中国，生育无

穷”。书中还记述了明代燕王朱棣扫北，定都北京，北京出现妖怪，

搅乱朝纲，朝廷又从南京换过回民４００户，并建了４座清真寺镇守
北京各处。４座清真寺的名称分别为普寿寺、法明寺、清真寺和礼
拜寺。全书分为１２段，大部分段落列有篇名，如“奉旨西域取经”、
“四王修表赴唐”、“敕封掌印钦天监”等。但第一、七两段缺少篇

名，可能是传抄过程中脱落而致。② 从该书通篇文字看，以叙述为

４ 刘智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

①

② 参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３４页，“《回回原来》”条。

见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之二十所录“清真教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印，

１９８４年，第３６９页。



主，注重交代事件过程和始末，且富于感情色彩。无论是叙述方

法，抑或是写作文笔，都与《清真教说》一文迥然不同。因此，该书

大概是假托刘三杰之名所作，传言为刘三杰之作不足为信。

就刘智所受的教育而言，到刘智时，出自胡登洲门下的经师已

历６代，经堂（或寺院）教育在内地已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依据赵
灿《经学系传谱》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大体上可以推断出刘智的师

承关系，即胡登洲———冯二先生———冯少川———冯养吾———马真

吾———袁盛之———袁汝琦———刘智。

袁汝琦，字懋昭，金陵（今南京）卢妃巷人。回族出身，生卒年

不详。其父袁盛之为胡登洲的五传弟子，谦恭、饱学、深孚众望。

袁汝琦从小随父习读伊斯兰经典，接受过严格的经堂教育。他谙

熟阿拉伯文，精通伊斯兰教义，居家授徒，恪守经训，洁己惠人，宽

而多忍，名重一时。① 他不仅是刘智的重要经师，而且是一位识

才、爱才、惜才的恩师。他全力支持汉文译著事业，高度赞扬和评

价其弟子刘智的译著，称其为当时之“伟人”。他不仅以“考经”身

份协助刘智译著《天方性理》，且亲自为之作序。但《经学系传谱》

的作者赵灿及其师舍蕴善在追述《传谱》时，估计刘智尚未成名，故

在袁汝琦的传系中未列刘智之名。曾为刘智之师者还有李永寿

（字延龄）、马伯良（字中卿）二人。② 李永寿，济宁州人，康熙初入

马雄幕府。马伯良，永寿之门人，著有《款款捷要》。

二

１７世纪，中国的内外部世界发生了急剧变化。在欧洲，中世

５刘智的家世出身、治学背景与汉文译著

①

② 参见傅统先：《中国回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０６页；金吉堂：
《中国回教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８９页。

有关袁汝琦的事迹，可参见（清）赵灿著，杨永昌、马继祖标注：《经学系传谱》，

青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２、６７、９９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纪长期封闭的状态已告结束，从封建制度的母体内孕育的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正脱颖而出，锋芒毕露。与此同时，欧洲宗教内部也展

开激烈斗争。由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等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掀起

的宗教改革运动此时已在欧洲各国迅速地蔓延开来；而旧教中心

———天主教罗马教廷仍有着强大的势力，新旧两教分庭抗礼，形同

水火。罗马教采取攻势，在欧洲成立各种耶稣教会，不断派遣大批

天主教传教士向亚洲、非洲、南美洲传教布道，图谋振兴和发展。

耶稣会天主教士利玛窦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中国希望打开

局面的先行者之一。他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并且得到罗马教廷

物质的支持和精神的指示。利玛窦等人来到一个历史悠久、自成

文明体系的中国传教布道，不得不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他采取的

办法是“习华语、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得中国人之信用”。

他联合儒士排斥佛道两教，并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示欧洲的先进文

明，以期引起注意和重视。利玛窦曾两次到南京（时间分别在

１５９８年和１５９９年），并且曾经居住过三山街净觉寺（清真寺）附近
的佛刹承恩寺。其时，他在南京十分活跃，他的《札记》中还有一章

专门叙述他在南京与地方缙绅官吏的结交和与佛道人士的辩论。

当此之时，正是“真回老人”王岱舆青年时代，没有任何史料说明利

玛窦与王岱舆有过交往，但利玛窦的传教布道活动对青年王岱舆

不会没有影响。另一位回族人、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曾于万历二

十六年（１５９８年）抵达南京，并会晤利玛窦。① 利玛窦在给友人的
信札中提到过李（即李卓吾），并且还说李曾赠给他一纸扇，上面有

两首诗。利玛窦称赞李是一位“熟悉中国事情，并且是一位著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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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钱杭：《李贽与利玛窦的几次会见》，引自《学林漫录》三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版。



者”。① 李贽亦回忆过此事，说利玛窦“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

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

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

仪。”② 利玛窦这种联合儒家、反对佛道的做法，对后来刘智等回

族宗教学者不啻是一种刺激，也有着某种启迪意义。刘智在其汉

文译著中，有意识地将伊斯兰教义同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

想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种在当时大气候下护教图存的自救运动，显

然受到过利玛窦上述传教布道方式的影响和启发。

另外，由于早先蒙古帝国的崩溃以及伊斯兰教派间的对立和

斗争，造成东西方陆路交通受阻。明朝中叶以后又实行海禁政策，

从而使从海路来华的穆斯林学者骤减。同耶稣会天主教士来华受

命于罗马教廷相比，中国伊斯兰教非但缺少伊斯兰世界的直接支

持，也缺少直接的信息。这样，便出现了宗教职业者后继乏人的现

象。伊斯兰教学者张中在苏州听到印度莫卧儿王朝穆斯林经师阿

世格东来南京讲学，便以５０岁高龄亲赴南京师事阿世格３年，直
至阿世格回国，③ 反映出中国穆斯林学者急迫地希望认识外部伊

斯兰世界，寻求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可惜这种中外学术直接交往

在明末清初越来越少。严峻的形势迫使刘智等回族穆斯林学者不

得不在自立的基础上担负起阐述伊斯兰教旨的艰巨任务。他们一

方面尽可能将寻找到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宗教经典译成汉文，藉

以宣传教义，维护伊斯兰教的正宗信仰；另一方面，又必须从中华

民族自身文化着眼，吸收儒家思想、乃至佛道学术中的精华部分，

７刘智的家世出身、治学背景与汉文译著

①

②
③ 关于阿世格的身世我们只能从张中的译著《归真总化》一书得悉。该书称阿世

格历经１３年的长途跋涉，“梯山航海”才来到南京。大约从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年）起开
始在南京用“梵语华言”讲学，历时３年。迄至明末预感到“国祚将移”，“复浩然而归”。

李贽，《续焚书》卷二，“与友人书”。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济高、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

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５９页。



并将其与伊斯兰教义糅合起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比犹太教、基督教晚出的宗教，其本身所具有的兼容与

宽松的教义原则也容许并鼓励这种做法。

以上是刘智从事汉文译著活动的外部世界条件。当然，他从

事汉文译著活动，还要面对当时中国内部严峻的形势。

众所周知，明朝中叶，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衰落阶段。由于商

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生活的繁荣，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内部

已经孕育产生出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处于萌芽状态的

中国资本主义，主要出现在江南的苏、松、湖、嘉、杭等五府地区。

这些地区的意识形态极为活跃，各种思想（包括宗教思想）的交往

冲突也至为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刘智等一大批回族伊斯兰宗教学

者几乎都诞生于这块狭长的长江三角洲地带的重要原因。明朝初

建，战争甫息，人口锐减，全国人口仅６０００余万，① 较之宋末减少
了约４０％。但是，随着局势的稳定，其后人口陆续增加。１７世纪

４０年代，尽管曾经发生过大瘟疫而导致人口剧减，然至世纪末时，
全国人口已接近２亿。② 总人口的增加自然也包括回族人口的增
加在内。以明朝南京人口为例，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南京总
人口约有７０余万人，回回人口占总人口的１４３％，比百年前至元
二十七年（１２９０年）的１６％增长了９倍。③ 照此推算，当时南京
回族人口大约在１０万人左右。当然，南京回族人口的比例并不具
有典型性或普遍意义。其时，中国回族人口的布局已略如今日的

“大分散而小集中”。西北边陲聚集着大量回族居民，东南沿海则

相对分散而人数甚微。但因南京曾是元朝南方重要据点，又是明

８ 刘智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

①
②
③ 参见伍贻业主编：《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１９９９年编

印，第４０页。

《清史稿·食货一》。

《明史》卷７７，“食货一”。



朝开国都城，大量蒙古人和色目回回人曾在此驻守和生活，因而，

这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要比其他南方城市略多一些，这大概是

可信的。信教人口的增加并不等于信仰程度的弥坚，尤其像伊斯

兰教这样同民族关系密切的宗教。明朝２００余年间，西北回族穆
斯林同东南沿海以及江南地区的穆斯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

并不处在同一对等水平线上。明清两代不像宋朝那样主要依靠贸

易和商业作为收入来源，而基本依靠农业经济为国家财政收入。

西北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村人口集中，且人口流动大，在历史上同

西域人和中亚地区穆斯林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通晓伊斯兰教

义和阿拉伯文、波斯文知识，信仰程度坚定。经堂教育率先在这里

应运而生，并且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育形式。但在

文化方面，西北不及南方，南方科举教育发达，知识分子云集，儒家

意识深厚，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影响，这里思想相对自由和开

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从中国西部到东部呈现信奉减弱的“信仰

阶梯”。故而，南京伊斯兰教要获得发展，也必须选择一条自己的

方式和方法。

仍以南京为例，这里的穆斯林的构成包括如下几部分：大量元

朝的色目回回人留居者；明朝官员，如常遇春、郑和及其属下；新皈

依者；还有少量的犹太教皈依者。据现有材料，王岱舆、伍遵契的

祖先都是西域回回人，他们是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年）由朝廷征召随郑
阿里来京任钦天监学者的后裔，两家且世代婚姻，互为宗教师生。

这些西域人信奉笃诚，习俗礼仪也十分严格。但是，随着接触汉文

化，受儒家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后裔也逐渐有与宗教

疏远的趋势。明初朱元璋实行民族同化政策，采取了禁止“本类自

相嫁娶”的政策，不准蒙古、色目人自相嫁娶，许多回族人娶汉人女

子为妻，客观上反而增加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口。但这些新

皈依者的宗教意识较为淡薄，有的甚至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明

朝回族功臣的后裔以及回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者，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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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的活动、交际范围的扩大、朝廷严格的制度，使他们信守伊斯

兰教条有许多困难和不便，所谓“官至三品便出教”指的就是这些

人。《明史》中，常遇春、郑和“传”没有记述他们信奉宗教的活动大

概也是这种原因。例如，清代南京伍氏家族，虽然伍氏后人虽为同

宗，但已分成两教。以上情况说明，一方面，由于回族的形成和发

展，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不断增加，其宗教势力和影响也随之扩

大；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庸常”教徒的大量存在，伊斯兰教在质量

上却表现为某些衰微。所谓“庸常”，按刘智的解释，就是“信主止

一而从圣人之教者，其于教礼之义旨趣味则未识也”。① 对此，另

一位穆斯林学者定成隆说得更清楚，他说：“吾教由来尚矣。要皆

习，无不察，故服习其间者，止知我为教中人，至教之所以为教究懵

懵焉，而莫得其指归。即娴熟经典，亦不过记述讽诵而已。间有稍

通教律，时亦讲论，又多曲为臆说，骇人听闻。”② 类似的情况，到

了明中叶就更为严重，以致连传教或主持教务之人在数量和质量

上都出现了所谓“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

自”③ 等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回族内部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一部分宗教职

业者，为了挽救这种危局，维护信仰，坚守传统伊斯兰信条，攻读经

文，乃至禁读汉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显然不是一条最佳选

择。另一部分回族知识分子则面对现实，结合国情，遵守伊斯兰教

义原则，译著伊斯兰教作品，试图用广大穆斯林已普遍通用的汉文

字来撰写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伊斯兰教著述，使伊斯兰教中国化。

刘智等人便是后者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汉文译著被称为“汉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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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冯增烈：《〈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述》，《中国穆斯林》，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刘智：《天方典礼》，“定成隆跋”。

（清）刘智著，张嘉宾、都永浩点校：《天方典礼》卷一，“原教篇”，天津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８年版。



卜”，即汉文经典。刘智等人所从事的汉文译著活动，目的不仅在

于匡正宗教衰微，而且对于伊斯兰教有误解或不明真相的教外人

来说，也无疑起到了一种解释和宣传的作用。譬如，刘智的《天方

性理》脱稿后，礼部尚书王泽弘在阅读时不得不发出：“有是哉！天

方之知性，固如是哉”① 的感叹。兵部侍郎鹿祐在通读了《天方典

礼》一书后也情不自禁地说：“《礼经》一书，殆可与六经并著天壤矣

乎。”② 这虽然是一些礼节性的序言，但刘智的译著在汉族知识分

子中所起到的宣传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刘智所从事的汉

文译著及其实践活动，同王岱舆等回族宗教学者一样，都是为了适

应中国伊斯兰教既发展又衰微的形势，对内起到了一种振兴宗教

的作用，对外也起到了一种阐明和宣传的作用。日本学者桑田六

郎在《明末清初之回儒》一文中认为，到了明清鼎革之际，“多数回

回学者辈出，翻译回教经典及仪律之举甚盛。此确为中国回回史

之一划时代的时期，余算此时期为中国回回史上之文艺复兴时

期。”③ 这一时期，“回教学者辈出，先后争辉。回教义理乃得大白

于中国”，而刘智则“集天方性理、典礼之大成。”④

应该说，刘智的上述认识代表了一种思潮，说他是“应运而生”

或许是可以的。因为，他的思想适应了明末清初伊斯兰教既发展

又困难的客观形势。作为一位汉文译著家，刘智既有应运而生的

一面，也有不被同教理解、夹缝求生的困难一面。逆运而降，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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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傅统先：《中国回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０２页。

（日）桑田六郎著，安慕陶译：《明末清初之回儒》，原载《月华》，第９卷第１４期。
转引自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８４页。

刘智：《天方典礼》卷首，鹿祐《天方礼经》序。见（清）刘智著、纳文波译注：《天

方典礼译注》（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二十七辑），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

６页。

刘智：《天方性理》，“王泽弘序”。



了他思想上的复杂性。他从事汉文著述活动有两个目的：对教内，

要宣传教义，维护伊斯兰教信仰，改变过去那种“教义不彰，教理不

讲”的做法；对教外，要扩大影响，使人们了解伊斯兰教，做到“隔教

不隔理”。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刘智等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起的

一次“护教宣传活动，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一场思想文化领域中的

启蒙运动。”①

三

从刘智本人的个人条件来看，他是一个天赋很高而又好学酷

究的人。他写《天方典礼》时，参考的阿拉伯、波斯文经典达４５部
之多；写《天方性理》时，采辑书目也多达４０种。这些书目内容包
括了《古兰经》、圣训、经注、道学、教法以及天文、历算、地理、语法

等等。而在中国文化方面，他好学嗜书，“自经史、稗官、天官、律

数，以及二氏之书，靡不搜览而又能折衷于六经，研辨于性理大全，

深得儒者精微之奥旨。”②１９３４年，陈经畲先生在《重刊天方典礼
序》中说：“上元刘介廉先生，邃于汉学，复精研回文，兼通西洋文

字。尝慕司马迁之为人，游历名山大川，北走齐鲁燕赵，西入秦陇，

南下武林，至会稽，录岣嵝碑，再登天童及大嵩珠山，观海而还，由

是学益大进。晚年结庐金陵清凉山麓扫叶楼，闭户著书，凡数百

卷。其先刊行者为《天方性理》五卷，《天方典礼》二十卷。乾隆中，

诏开四库，采访天下古今遗书 ，而《典礼》遂于乾隆四十七年进呈，

得收入存目中。《提要》称其‘习儒书，援经义，文颇雅澹’，信

２１ 刘智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

①
② 刘智：《天方典礼》，“一斋书序”。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６２页。



矣。”① 我们读他的《天方典礼》，“有正文，有解，有大注，有小注，

有实义，有广义，有考证，有集览，有问答，有附论。集览、考证，多

儒者之语，余皆天方各经传中采辑而成”。② 可见其学问是非常渊

博的。刘智的文字也如行云流水，含英咀华，酣畅雅丽。

总之，刘智确实是一位很有禀赋并自幼就深研嗜学的人，也是

一位潜心于学术与事业的人。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位伊斯兰教的

杰出学者，他同一切于功业有成就的人是有共同之处的。他在壮

年后，为了进一步提高学识，主动同各方学者交流切磋治学之道，

“裹粮负笈”，外出求学。从中年到晚年，他始终孜孜不倦，“览遍诸

家，读书万卷，天下名都胜迹游历过半，虽车尘驴背，未尝废吟哦”。

他先后北上京师，南游苏杭及鲁豫等伊斯兰教传播地区，寻师访

友，切磋学术，“访求宿学遗经”，从而使他“学识益大进”。③ 他还

同当时朝廷的一些士大夫，如礼部侍郎徐倬、陕西道监察御史景日

? 等建立了学问上相互砥砺的诚挚友谊。多年的社会接触和游
学，为他晚年定居南京后专门从事著述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正因

为他注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交八方友”的调查研究，在寻求知

识中虚心接受各方意见，因而成就了他经学大师的事业。“刘子亦

今古一奇人也哉！”④ 庶几对他的评定。刘智的治学精神和成功

经验是后学者们应当借鉴和学习的。

然而，刘智的译著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走的是一条荜路

蓝缕的艰难之路。在当时，他并不为多数教内人所理解，他的汉文

著述多是在身后才公诸于世，有的则始终未见付梓或永未见天日。

按照他自己在《天方至圣实录·著书述》中的说法，他的译著生活一

３１刘智的家世出身、治学背景与汉文译著

①

②
③
④ 刘智：《天方性理·天方性理图说》，“梁潘赏青和甫序”。
参见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首，“著书述”；本书附录一“刘智墓碑（清）”。

刘智：《天方典礼》，“例言”。

转引自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伊斯兰教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版，第３０５～３０６页。



直是在冷清、艰辛中度过的。父亲死后，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

书，亲友们对此很不以为然。后来，他又僻居读书，族属亲友更加

讨厌，把他看成是一个怪人。如他的经学老师袁汝琦所言：“三家

无是学，千古鲜是人。居喜僻，交寡俦，故都邑不闻其人，乡里不知

其学，戚友皆不识其所作做。至于家庭骨肉厌其不治生产，且以为

不祥，而介廉弗愠亦弗顾，澹如是，? ? 也。”①“而予孜孜之意不
息，笃志阐天方之学以晓中人。自立稿，自誊清，自修自润，而又不

敢自是”。当他完成《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两书的写作时，毕竟

还有几位教内的前辈和好友为他作序、刻版、校订。到他重订《天

方至圣实录》时情形更坏，以至于他感慨地说：“人心之反覆，世道

之崎岖，尘纷之抢攘，毁誉之凌渎”，使他深感“难于其学，复难于翻

译；难于编著，复难于成；难于会通百氏而成一家之言，复难于以一

人经理百务而无相为友”。他甚至借圣人之口发出悲恸的呼唤：

“人无毁谤，必其德犹未优！”②

四

刘智的译著，流传较广且为人所熟知的有三种：一种是《纂译

天方性理》，或称《天方性理》。一种是《天方典礼择要解》，简称《天

方典礼》。一种是《天方至圣实录》。此三种译著被学者们称作“天

方教中巨作”③，是刘智译著的精华，亦最能反映他的思想并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

《天方性理》除《自序》、《例言》和《采辑经书目》（译著参考书）

外，分为本经和图传两大部分，即卷首和五卷。卷首为本经，是全

４１ 刘智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

①
②
③ 刘智：《天方性理》，“乔松年题记”。
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首，“著书述”。

刘智：《天方性理》，“袁汝琦序”。



书之纲，共５章，约２０００字，四言体，一般八字一句，类似老子的
《道德经》。第一、二章“言大世界理象显著之序，以及天地人物各

具之功能，与其变化生生之故”。第三、四章“言小世界身性显著之

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与其圣凡善恶之由”。第五章“总合大

小世界分合之妙理，浑化之精义，而归竟于一真”。① 本经后附总

图１０幅，是对本经内容的图示和说明，类似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图传是解说本经的，分５类，６０篇，即图６０幅，图说（传文）６０篇，
约３００００言。这种体例，按刘智在该书“自序”中的说法，是“犹恐
初学之有疑也，复因经立图，以著经之理；因图立说，以传图之

义。”② 刘智所谓的“大世界”是指天地（简称天），“小世界”则指人

身（简称人）。《天方性理》就是讲大世界和小世界及其相互关系

的。因此，本书首先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伊斯兰哲学体系。其次，作

者撰写本书，一个重要用意是要用伊斯兰哲学中关于性理的观点

来回答中国哲学史中关于性理问题的争论，说明伊斯兰教关于性

理问题的解释是与儒家关于性理问题的解释基本相同的，本书的

名称就言明了这点。最后，刘智在该书中还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

的哲学观点。

康熙壬辰年（１７１２年）丁? 漫说：“忆十载前，介廉以所著相
质”，③ 说明最迟在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刘智已完成了《天方性
理》书稿的写作。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刘智请其师袁汝琦和
好友梁潘赏为该书作序。这时，该书可能已准备付梓，而《天方典

礼》尚在修订之中。然《天方性理》的正式刊行却是在《天方典礼》

之后。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年），刘智游学京师。次年，回族学者
马秋田受智之托，将《天方性理》自京师寄给当时在南京的友人、时

５１刘智的家世出身、治学背景与汉文译著

①
②
③ 刘智：《天方性理》，“丁? 漫序”。
刘智：《天方性理》，“自序”。

刘智：《天方性理》，“自序”。


